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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搬迁村土地抛荒的形成机制
——以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D村为例

石蕊，魏晓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农村社会，农村土地抛荒现象越来越常见，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基于甘肃

省某移民搬迁村的调查发现，市场经济使得农民个体走向理性化，移民搬迁使得熟人社会陌生化，这造成了农民的离土

倾向，集体组织治理乏力加剧了村民的离土行为，而土地向承包者流转不畅最终造成了规模的土地抛荒。解决土地抛荒

的困境，关键在于加强集体组织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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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放弃自家耕地外出

务工，这导致劳动力流出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

地抛荒现象。而土地的抛荒很大程度上浪费了耕

地资源，妨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乡村

振兴的实现。因此厘清我国土地抛荒的形成机

制，对于节约土地资源、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目前学界对于土地抛荒形成机制问题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学大部分学者

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金星运用

经济学外部性理论对土地抛荒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认为农民耕种土地除了会给农民带来货币收

益外，还可以为社会带来粮食安全保障的收益，

当农业生产成本大于私人收益，就会产生土地抛

荒的行为［1］。黎红梅、田松鹤认为宅基地与耕地

的空间距离越远、土地越细碎，农民的时间成本

和管理成本越高，他们对土地的预期收益就越

低，进而选择土地抛荒的可能性越高［2］。第二，

公共政策学大多从制度和政策存在的弊端出发解

读土地抛荒问题。他们认为，在 2006年之前土地

抛荒主要是农民税费负担过于沉重所致，随着农

业税被全面取消和粮食补贴政策的推行，农民的

负担显著减轻，土地抛荒现象在一段时间内得到

了控制。面对近年来土地抛荒卷土重来的现象，

不同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看法：詹琳认为土地

抛荒的原因有：我国的土地流转制度不规范，导

致土地流转不畅；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土地分配时

呈现极度平均化的趋势，导致土地的细碎化；国

家的惠农政策按照承包亩数发给承包户补贴，不

管土地抛荒与否承包户都能享受到政策福利［3］。

张笑寒认为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导致了

土地抛荒，具体表现为农户分散经营、规模狭

小、土地细碎导致农业结构不合理，粮食生产效

益低［4］。第三，土地资源管理学多是从农村生产

生活中的物质资源情况来考察土地抛荒行为的成

因，Prishchepov A V、 Radeloff V C、Dubinin M
等人分析出俄罗斯 1990—2000年这一时期的土地

抛荒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地多人少，受自然条件限

制土地产量较少，粮食价格又较低，造成农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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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意愿不强、土地利用效率不高［5］。程宪波通过

二元 Logistic模型测量发现距离城镇远近、自然

灾害发生频率、农业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都会影

响农户土地抛荒的选择［6］。最后，社会学对此问

题的解释范围较广，部分学者习惯于从韦伯的

“目的理性”角度出发解释土地抛荒的成因，比

如，陈扬认为当前中国农民外出就业逐渐由最初

的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转变，这种

“理性”转变恰恰是农村土地抛荒的直接原因［7］。

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学者是从农民对土地天然的情

感入手讨论“无人种田”问题，由于农民分化和

多元化带来的年轻农民严重的离土倾向是当前农

村普遍的现实状况，他们认为通过土地流转资本

下乡来发展现代农业反而会加重“无人种田”程

度。由于机械化和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农业生

产并非是多么艰巨的任务，适度参加农业劳动，

对中老年农民，不仅具有身体上的意义，而且具

有重要的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土地抛荒现象

的存在，一方面是农民对于市场价格的自然反

映，另一方面是因为生产条件不够，土地过于细

碎，田没办法种，农民才会不得已舍弃土地［8⁃9］。

以上研究对于理解土地抛荒现象有较多的启示和

借鉴意义，但仍有可完善之处——这些研究多从

一个或两个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解释问题，没有

看清问题产生的全过程。土地抛荒的形成绝不是

农民、农村管理者等单个主体造成的，而是他们

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他们的主观

意识与行动也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结构。

土地抛荒是经济理性问题，是制度问题，是

农业生产条件低下的问题，同时它更是处在日常

生活中的行为个体主观意识和社会行动选择的结

果。而任何社会角色的主观意识和社会行动都嵌

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以有理由将土地抛荒

的成因放置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引入历史性

的研究视角，以一个土地抛荒严重的移民搬迁村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 D村为案例，考察在具

体的社会环境背景下农村社会中各行为个体的主

观意识和社会行动的选择过程。

一、土地抛荒：定义与D村现状

一般来说，土地抛荒指的是适宜耕种的土地

不予耕种，主动任其闲置、荒芜的现象［3］，包括

荒废的农业用地和已被征收为城市用地但种种原

因下并未开发使用的闲置土地。农业用地的土地

抛荒又分为“隐性抛荒”和“显性抛荒”，“隐性

抛荒”是经营者向土地投入的资金、技术和劳动

力等方面不足导致土地未被完全利用的状态，

“显性抛荒”是指除了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外，

经营者由于自身主观原因，使土地季节性或全年

性没有农作物生长的状态［10］。在此分类标准下，

本 研 究 讨 论 的 土 地 抛 荒 是 农 业 用 地 的 “ 显 性

抛荒”。

D村位于甘肃省靖远县东升镇的集镇所在地，

处在靖远县北部，据县政府 85公里，是 2006年
12月经靖远县批复成立的移民搬迁村，该村庄的

居民都是从本镇和周边镇的干旱山区搬迁而来

的。D村现辖 4个村民小组，共 688户 2561人，

有土地面积 380公顷。位于黄河上游，是黄土高

原沟壑区，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特殊的区位

和地形使得当地气候凉爽但是光照强烈，非常适

宜枸杞生长，所以 D村目前主要以种植枸杞为

主，以种植玉米、小麦为辅，是当地远近闻名的

“枸杞村”。2019年 8月笔者在 D村调研时发现，

该村的土地目前大规模荒废长草，380公顷土地

中 64. 67公顷土地呈现抛荒状态，其中季节性抛

荒占抛荒土地总量的 38%，全年性抛荒占抛荒土

地总量的 62%。

二、缘起：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

虽然从社会结构来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进程在快速推进，农村社会的外部环境正具备越

来越多的现代性，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尤其是

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农村仍然处在向现代社会转

型的过程中。如果单单是从一些政策、文件的发

布或者一些统计数字的变化来看这一历史，忽略

表 1 D村基本情况

社名

一社

二社

三社

四社

总计

户数

（户）

83
76
312
226
688

人口

（人）

312
305
1106
838
2561

劳动人

数

118
120
561
362
1161

土地面积 （公顷）

面积

（公顷）

86. 67
29. 2
175. 47
88
380

人均

（公顷）

0. 67
0. 22
0. 37
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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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底层人民也是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经历者和体验

者，未免会陷入宏大叙事的漩涡。因此，本节侧

重于被调研地农民的个人经历叙述与总结。

（（一一）） 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农民个体的理性化农民个体的理性化

D村是 2006年 12月经靖远县批复成立的移民

搬迁村，搬迁前村民大都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山

区，用村民的话说他们原来生活的地方“山上光

秃秃，地里粮荒荒”，道路崎岖、物资匮乏，生

产生活条件差。在国家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出台

后，他们响应政策搬到了这里，易地扶贫搬迁遵

循“本人自愿”的原则，村民谈及最初决定响应

政策搬迁时说到最多的词是“害怕”和“希望”，

怕主要是怕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安家落户，以后

的生活缺乏保障，但他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搬迁

又从这种意义上带给了他们未来的希望。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 中讲到，从基层上看

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说乡下人土气，

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

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思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

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

法［11］。我们是以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民族，土地

束缚了我们，同时也滋养了我们，安土重迁是中

华民族极为认同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农民是不愿意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的，就算迫于现

状不得已离开，从骨子里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衣

锦还乡、落叶归根。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背井

离乡是一种十分凄凉悲惨的状态，意味着一个人

背弃了滋养他的生命之源，离开了庇佑他的生活

共同体，一着不慎就可能落个客死异乡的下场。

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处在中国西部相对较为

闭塞的甘肃来说更为深远，这一点可以从甘肃民

间流传的谚语中窥见一斑，比如“种田钱，万万

年；买卖钱，三十年；赌博钱，一阵烟”，“家里

种成一亩田，强比外头跑半年”等等。因此，受

传 统 观 念 影 响 的 农 民 其 实 是 安 于 种 田 害 怕 搬

迁的。

邢成举认为，推动移民搬迁的动力是迁入地

的经济吸引力和承载力［12］。周恩宇、卯丹认为，

知识的话语支配力和传媒的传播导致了移民的贫

困自觉，然后借助行政力量的推动使得易地扶贫

搬迁成为了一种扶贫的方式［13］。总的来讲，在市

场经济大潮中，居住在深山中的农民通过手机、

电视等现代传媒与外界的沟通更为便利，在沟通

过程中认同并内化了自己的生活状况是“贫困”

的，因此渴望挣钱，渴望“富有”。这种观念冲

击了他们对于种地乃至整个人生价值的认知，让

他们拥有了迁移流动的动力。尤其是当他们响应

移民搬迁政策搬出山区之后，便利的生活既消除

了他们自身对于迁移流动的恐惧感也让他们更加

深入地卷入市场经济进程中，对于经济收支更加

敏感。

案例一：LQY，男，45岁，白银市某建筑工

地工人

LQY是 2006年跟随父母和弟弟从靖安镇下

辖的 L村搬迁至 D村的。LQY说，他的父母在 L
村生活了大半辈子，早就习惯了山上的生活，刚

开始并没有想搬迁，但是女孩们嫌 L村在山上，

闭塞落后，很少有人愿意嫁进来，当时他弟弟快

25岁了还找不到媳妇，听到政府的移民搬迁政策

之后，他们一家积极响应，成了来 D村最早的一

批移民之一。来到 D村后，他家分得了十几亩土

地，种植的作物是枸杞、秋葵和小麦玉米。刚开

始的几年枸杞的收益很高，挣的钱不仅帮弟弟娶

上了媳妇，还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2018年，

LQY的大女儿考上了大学，二女儿和小儿子在上

高中和初中，父亲得了重病，家里的开销日益增

大，种植枸杞的收益却大不如前。LQY夫妇在亲

戚的介绍下辗转在周边城市的建筑工地打零工，

家里土地交给母亲和弟弟弟媳耕种。 2019年年

初，弟弟弟媳也去了建筑工地打工，母亲要照顾

病重的父亲还要帮两兄弟照看孩子，没有多余的

精力种地；兄弟两人平时的工作很累也没有固定

的休息时间，无法兼顾家里的土地；承包土地的

人开出的租种期限是至少十年以上，兄弟两人考

虑到他们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并不稳定，不敢把土

地租出去这么久，只能任其暂时荒废。

LYQ的人生经历是村庄众多外出务工者的人

生经历缩影，农民都有自己的经济账：本村靠近

县城，交通便利，劳动力可以获得较多的就业机

会，当务工收益高于农业收益时，自然而然地选

择外出务工。加之本村土地细碎程度严重，农业

生产条件较为恶劣，因此家中老人从事农业生产

时也偏好于种植枸杞而非小麦、玉米这种收益较

低的粮食作物。只有当老人家庭负担较重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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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会在全力照料家庭之余种植粮食作物，这也

主要是为了自己食用从而节约家庭开支，并非为

了挣钱。在这种农民个体理性的逻辑之下，土地

抛荒成为了维持家庭收入的保护措施。

（（二二）） 移民搬迁移民搬迁：：熟人社会的陌生化熟人社会的陌生化

D村村民最远有从宁夏银川搬来的，其他大

部分都来自于靖远县石门、双龙、兴隆、永新、

靖安等乡镇，本村并非是由原来的村庄整村搬迁

组成的，搬迁使得村民原本的社会关系网络发生

了断裂：周围的邻居一下子变成了陌生人，原来

的亲朋好友四散在各个移民搬迁点。

案例二：LM，女，53岁，D村农民

原来在山上住的时候，LM家里的土地种植

的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玉米，搬下来后，虽然周

围有人种植枸杞，但是由于村民之间缺乏交流，

她和丈夫也没想过种植枸杞。2010年左右，D村

曾免费给村民发放过枸杞苗木并聘请专家开设枸

杞种植培训讲座，LM家也是从那时起开始种植

枸杞的。搬过来后，她家分得了 0. 4公顷土地，

前几年全都用来种枸杞，去年丈夫外出务工，她

挖掉了 0. 2公顷枸杞改种玉米。就算仅剩 0. 2公
顷枸杞，她自己也是忙不过来的，跑了数次劳动

力市场却招不到工人，只能把整串的枸杞剪下直

接拌碱晾晒 （这样的枸杞收购价格相对要低很

多）。笔者采访她时，她家还有 0. 1公顷多枸杞没

收，LM表示剩下的枸杞能收就收，收不了就只

能让它烂在地里了。她明年准备把枸杞全挖了跟

随丈夫外出务工。对比移民搬迁前后的生活，

LM觉得日子越过越富裕，“人情味”却越来越淡

了。以前在山上的时候，邻里之间经常会有“你

来我家帮忙播种，我借你家的耕牛犁地”、“我帮

你掰玉米，你帮我收高粱”的互帮互助行为，忙

碌了一天之后，大家端着饭碗聚在打麦场上东聊

西扯的拉家常。而现在大家都是各顾各的，收获

的作物晾晒在自家院门口或院子里，邻里之间见

面讨论的内容是最近的新闻、天气，很少涉及到

自己或者周围人的事情，因为“非亲非故的，说

了也帮不上忙”，“背后嚼舌根惹人烦”。

经过重组之后的村庄处于一种“半熟人”社

会的状态——村民之间没有了祖辈积累的交情，

由于生活在同一村庄内，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互

动，但互动交流的多为外界的新闻而非自己周围

的日常事件，村民注重自己的隐私，私人生活兴

起。案例二中的 LM感觉搬迁之后人情味越来越

淡，就是社会关系网络发生断裂的体现。

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农作物有特定

的生命周期，某一时段必须进行某些农业活动，

否则会影响产量。比如，枸杞果实十分惧水，枸

杞挂果之后，雨水过大果实会膨胀破裂，在枸杞

采摘风干过程中遭遇雨淋会发黑霉变。因此，枸

杞种植是高劳动力投入的，当一个家庭内部劳动

力有限的时候，通常就需要外部劳动力的支援。

在市场经济和打工浪潮下，劳动力的价格得到凸

显，雇佣关系替代了帮工换工的人情关系。

案例三：SCM，女，50岁，宁夏中卫人，枸

杞采摘工

SCM做枸杞采摘工已经有五六年时间了。据

她讲，现在雇佣枸杞工，雇主给工人来回车费

（基本为 150元），同时包吃包住，每天早晨把她

们送到自家的枸杞地，晚上称她们采摘的枸杞重

量，论斤回收，她一天能采摘 100斤到 120斤，

现在的雇主给的价格是 1. 5元/斤，一天能挣 150
元到 180元，不过这个价格视行情而定，一般在

1元/斤~1. 8元/斤，她从业这几年遇到的最低价

格是 0. 8元/斤，再低就没人干了。用 SCM的话

说，干这行得“肯吃苦”。因为采摘时要顶着炎

炎烈日，戴着帽子面纱穿着长衣长裤防晒、防

虫，坐着够不到的枸杞串要保持半蹲或站的姿势

才能采摘，枸杞树上还有尖尖长长的刺，一不小

心就会戳破手指。她们挣的是“辛苦钱儿”。

在“半熟人”社会中，村民的行事逻辑从温

情脉脉的人情往来走向了精细计算的市场交换，

枸杞雇工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并且按照对劳动力

的需求程度上下波动，收益好的话一个月能挣

4000多元，碰到枸杞市场行情不好时，往往会产

生“种不如采”的情况。

把农民作为土地抛荒行为的分析主体，可以

看到，市场经济使农民个体走向理性化，移民搬

迁使熟人社会变得陌生化。村庄社会的行事逻辑

被卷入市场的理性计算中，劳动力由市场定价，

枸杞种植的高劳动力投入使得生产成本提高，农

民的种植意愿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由

于土地细碎，粮食作物种植经济和劳动力投入均

较大，“田不好种”，他们种地兼业化的意愿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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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受制于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

响，他们的工作并不稳定，不敢贸然流转土地，

土地抛荒成为农民降低务工风险的保护措施。

三、治理：乏力的集体组织

土地抛荒从农民层面上看是一家一户的农民

的个体行为，但抛荒的个体行为增多了，从村庄

层面上看就是整个村子的土地抛荒现象。所以村

庄的集体组织是考察土地抛荒形成机制的一个不

能忽略的重要因素。

在我国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为

了保证公平，农村土地一般是按照离家远近和肥

瘦程度相搭配进行分配的。2006年，D村村民搬

迁重组后，也是按照此原则分配土地。在改革开

放初期，这个原则大大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

极性，但是在向现代化转型中，这个原则的弊端

也日益明显，最突出的就是土地细碎化带来的农

民合作成本高的问题。拿 D村来说，当枸杞规模

化种植时，同一种病虫害对一个区域的影响较

大，分散的土地使一个区域内的土地有不同的主

人，各家打药除虫的时间不一样，虫子会从打过

药的土地飞去没打药的土地，没打药的土地虫子

增多时，这家土地的主人开始打药，虫子又会从

这块地飞去旁边农药淡了的土地或者其他没打药

的土地，周围土地的农民又需要继续打药，陷入

了一个不停打药的死循环。这样一来，不但增加

了枸杞种植的成本，而且大大影响了枸杞果实的

品质。在 D村，一片区域内土地的主人来自于四

个不同的社，他们除了土地相邻外在日常生活中

没有什么交集，这时就需要集体出来组织农民进

行合作，解决他们在生产中的问题。但在现实

中，面对村民的诉求，以村干部为代表的村集体

表现如何呢？

案例四：WPS，男，48岁，D村农民

WPS在以前的村子就是村主任，搬迁过来后

再一次成功当选了 D村的村主任，干了 11年后，

到 2017年就没再参加下一届的竞选。谈及不再参

加竞选的原因，WPS表示这个村子让人“心寒”，

村民个个都只看自己能否得利，从来不考虑集

体。像评选贫困户这类只能给一部分村民福利的

政策，拿到名额的村民认为他办事公正，认可他

的工作，没拿到名额的村民对他态度恶劣，不配

合他的工作。在 D村干村主任的这 11年里，他觉

得大多数的村民都在排斥他，上面给的任务不得

不做，但是下面村民极为不配合，“夹在中间两

头受气”。而在以前的村子里，大家都十分尊敬

他，那时他认为村干部的工作“体面”、“有意

义”。现在干村主任不仅被人排斥，而且一年才

拿六千块钱，外出务工一个月就可以赚六千，所

以他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了。

从WPS的案例，侧面可以看出村干部在村

民心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村干部不愿意组织

农民，而且就算愿意组织也很难组织起来。这里

除了涉及村干部自身工作能力的问题外，还有从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集体组织在村

庄公共领域的治理能力不断弱化的问题。在计划

经济时期，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土

地产权制度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第一人

民公社规模大，第二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高”，

土地、农业生产工具等各种生产资料几乎全部为

人民公社以及其代表的大队和生产队集体占有，

劳动力也是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指挥。在这种制

度下，村集体管理着村庄的全部事物，村干部与

村民的互动是一种政治性的互动，村民配合村干

部的工作。从 1978年改革开放到 2006年税费制

改革这段时间里，村集体的管理边界虽然逐渐收

缩，并从“管理”向“治理”转型，但此时，村

集体有一项重要职能是代表国家向村民征收“公

粮”和“提留”。集体有代表国家的强制性的权

力，此时村民仍然不得不配合村干部的工作。同

时，为了能顺利收取税费完成国家的任务，村集

体有为村庄提供和协调各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的

积极性。而在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民是

否丰收对于村集体运行影响较小，也就丧失了为

农民提供生产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同时，它在农

民心目中的权威也逐渐弱化。所以，村集体很难

调动全体村民，村集体给出的建议村民不愿听

从，村集体得不到正面反馈更加缺乏治理农业生

产的积极性，久而久之就陷入了恶性循环。所以

村集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治理作用十分有

限，农民个体在农业生产的合作成本也大大提

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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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转：困境中的土地承包者

为了解决土地抛荒问题，国家颁布实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等相关法律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

目前，土地经营权主要流转给两类主体：一类是

愿意种地的普通农户，另一类是资本下乡的公司。

在主流的观念里，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

小农经济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而规模化

的、依靠机械生产的农场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

方式，资本下乡使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或是从事

农业观光旅游的公司满足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社会

的想象，于是，各地纷纷出台各项政策吸引资本

下乡经营农业。但是，从当地的实际情况看，资

本下乡并未很好地解决土地抛荒问题。

2015年，X公司从 D村以及周边的村庄流转

土地用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枸杞、文冠果、肉苁蓉、大

枣、杏、香梨、苹果等药材及水果的种植，土

鸡、山羊、驴、牛等牲畜的养殖以及对这些产品

的加工。因为农作物种植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生

产，它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不是每一个阶段都有

可供计量的半成品，所以监督工人是一大难题，

枸杞从种植到采摘都需要大量劳动力，随着经济

的发展，雇工成本日益提高；并且随后的几年，

受雨水丰沛以及病虫害 （根腐病与黑果病） 因素

的影响，枸杞产量下滑；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枸

杞种植的商机，甘肃、宁夏、陕西等适宜枸杞生

长的地区都在扩大种植面积，市场已经趋于饱

和，枸杞收购价格大幅降低。在这种状况下，X
公司大大缩减了枸杞种植面积，放弃了在 D村流

转的土地。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虽然可以通过行

政力量来推动，但从根本来讲，资本下乡依然主

要服从市场规律和企业逻辑，而非行政逻辑［14］。

在企业逐利的逻辑之下，种植枸杞的市场风险难

以规避，获得的收益与风险不成正比，他们往往

会选择转租或者抛荒。

外出务工者与有意愿种地的普通农户之间土

地流转也并不顺畅。首先，D村农民通过合同正

规流转土地的意愿并不强烈。像案例一 LQY兄

弟一样不敢签订十年以上土地流转合同的村民比

比皆是。因为文化资本等各方面的限制，他们在

城市中的打工收入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如果贸

然流转土地，万一进城失败，他们也失去了回归

乡村的退路，不少农民的心态都是：如果没有时

间种小麦玉米，宁愿让土地撂荒也不能轻易流转

给陌生人种。而移民搬迁使村民在 D村的社会网

络断裂，有意愿种地的普通农户通过社会关系网

络流转亲朋好友等熟人的土地的机会大大减少。

其次，普通农户种植亲朋好友的土地，一般不用

支付租金或者只需要“意思”一下。而企业进入

村庄流转土地，对土地是明码标价的，这样土地

在农民心中就有了价格预期。村庄中的中农承担

风险的能力远不及进村的资本，给不出同等的价

格。外出务工者也就不愿意将土地流转给中农。

总的来看，资本下乡的公司遵循市场逻辑，

当种植枸杞风险较高收益却不稳定时，他们转变

了生产策略，不再继续对土地追加投资，在转租

过程中造成了一部分土地的抛荒。同时，资本进

村，通过较高的土地定价冲击了村庄中内生土地

流转体系，中农种植闲置土地的机会也大大减少。

五、总结与讨论

市场经济使得农民个体走向理性化，而移民

搬迁使得熟人社会陌生化，村庄社会的行事逻辑

被卷入市场的理性计算中，由于劳动力市场化，

而枸杞种植又是劳动密集型农业，因此生产成本

被不断推高，农民的种植意愿下降，青壮年劳动

力纷纷外出务工，村庄中老人农业的特点突出。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集体组织在村庄公共

领域的治理能力不断弱化，弱化的集体组织起不

到应有的作用，加剧了村民间的合作成本。最

后，在土地承包者这一环，大资本下乡种地比农

图 1 村集体治理乏力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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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种地的成本更高，承担的风险更大，他们遵循

市场逻辑调整生产策略，一旦风险过高，最先出

现土地抛荒的就是企业；资本进村，通过较高的

土地定价冲击了村庄中的内生土地流转体系，中

农种植闲置土地的机会也大大减少。在这三个主

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村庄中的土地抛荒。

为了治理农村土地抛荒问题，国家出台了不

少相关政策，积极引导和推动土地流转，一方面

为种地的农户和企业提供种种优惠和补贴，另一

方面对于长时间弃耕抛荒的土地轻则不再给予补

贴、重则收回其责任主体的土地经营权。但由于

上述逻辑的存在，土地抛荒的现实情况仍不容乐

观。笔者认为破解土地抛荒的困境，关键在于调

动村集体的工作积极性，通过项目制等方式激励

村集体进行土地整治，积极修建和维护农田水利

设施，提高土地耕作便利性，发挥桥梁作用，链

接没有种地意愿的农民与有种地意愿的土地承包

者，整合细碎化土地，形成“大田”。同时，鼓

励有种地意愿的土地承包者适度流入土地，推动

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家庭农场的发展，因为家庭

农场可以采用家庭经营的方式耕作，有利于降低

雇工的成本和风险、降低管理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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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land desolation in relocation village——a case study of D Village in
Jingyuan County，Gansu Province

SHI Rui，WEI Xiaoli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economy in rural society，the phenomenon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e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and this problem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 resettlement village in
Gansu Province，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makes the peasants move towards rationalization and the relocation
makes the acquaintances defamiliarization，the lack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aggravates the behavior of villagers
to leave the land，and the poor transfer of land to contractors eventually leads to the large ⁃scale land wastage.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key to solving the dilemma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ment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power of collective organizations，giv⁃
ing play to the role of village collectives as a bridge，and encouraging land contractors to appropriately transfer land and develop
modern family farms.
Keywords：Cultivated land abandoned；Social transformation；Land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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